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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高碳制造业碳排放研究有助于推进中国工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本文采用中国省域制造业能源消

费数据，利用 IPCC碳排放系数法、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分析2006—2015年间中国30个省（市、

区）（除港澳台、西藏外）高碳制造业碳排放时空演变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除北京和上海外，其他省域高碳

制造业碳排放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碳排放“热点区”集聚在渤海湾、华北平原等区域；②高碳制造业碳排放存在

显著的路径依赖以及空间溢出效应；③经济规模扩大是造成高碳制造业碳排放量增加的首要因素，而产业结构调

整是造成其碳排放减少的重要因素；④资源禀赋水平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增强会促进高碳制造业碳排放的正向空

间溢出，导致邻省碳排放增加，而技术水平提高、产业结构调整、对外开放度提高、外商投资增加，则有利于邻省高

碳制造业碳排放减少。因而，在高碳制造业碳减排过程中，各省应突破省域界限，形成联动协调机制，通过优势互

补、打破技术创新瓶颈，突破原有认知锁定，解锁不合理产业政策，在完成碳减排目标的同时实现整个工业绿色化

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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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阶段，经济

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刚性需求将会保持高位增长态

势，由此产生的碳排放将会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

可持续发展形成较大压力。中国作为世界公认的

碳排放大国之一，于 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上承诺，

2030年左右使碳排放总量达到峰值并尽早实现[1]。

制造业是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其在带

来高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对环境产生强负反馈，2000

年以来制造业碳排放占工业总体碳排放比重已超

过66.7%[2]，故制造业的碳减排效果直接决定了中国

工业总体碳减排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然而，制造业

内部碳排放行业集聚特征显著，据2006—2015年中

国能源统计年鉴数据测算，黑色金属加工业、非金

属矿物制品业、石油冶炼加工业、化学原料制品业

以及有色金属冶炼加工业碳排放占整个制造业碳

排放的累计比重超过84.6%[2]。据此，解决这些高碳

制造业的碳排放问题便成为实现工业低碳化转型

升级的关键突破口。

目前，学术界围绕制造业的碳排放，已做了大

量的研究工作。在研究内容上主要涉及制造业产

业特征[3]、技术[4]、投资[5]、政策[6-8]等方面与碳排放之间

的交互影响。方法的选取则以分解和计量模型为

主，分解模型包括广义迪氏指数分解（GDIM）与对

数平均迪氏分解（LMDI）等[9,10]。计量模型主要包括

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分析、FGLS回归方法、向量误差

修正（VECM）回归模型[11-13]等。然而，在上述涉及制

造业碳排放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存在以下问题：①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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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主体涵盖整个制造业，未发现制造业碳排放行业

集聚现象，使得研究主体“宽而泛”，故在识别影响

碳排放关键因素和提出相应碳减排措施时易产生

针对性不足的问题。②研究内容主要聚焦于碳排放

影响因素，对长时间序列碳排放时空动态演变关注

较少，对相关方面影响因素的分析也较薄弱。③在

研究方法上，分解模型虽具有完全分解、无残差、能

处理零值的优点[14]，但在影响因素选择上具有很大

的局限性，无法较全面的选择碳排放影响因素，计

量模型却能够较好地克服这一缺陷[15]。但目前在制

造业碳排放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构建中，较多学者

将研究单元视为相互独立且均质的个体，忽视碳排

放的空间溢出效应[16]。此外，对碳排放在时间上的

路径依赖特征研究也较为薄弱[17]。而动态空间面板

计量模型能很好的将时间与空间效应纳入模型中，

有助于对碳排放的时间滞后与空间溢出效应进行

分析，从而识别碳减排的关键因素。

基于此，为避免研究主体“宽而泛”，本文将研

究主体聚焦于高碳制造业的碳排放，据各省（市、

区）的能源消费数据，采用 IPCC碳排放系数法核算

制造业碳排放，并分析快速工业化背景下高碳制造

业碳排放时空演变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自相

关方法分析高碳制造业碳排放空间关联特征，并采

用能嵌套时间和空间交互效应的动态空间杜宾模

型，定量识别工业化进程中高碳制造业碳排放驱动

因素，从而为科学制定高碳制造业碳减排政策提供

依据。

2 研究变量与方法
2.1 研究方法

2.1.1 高碳制造业界定

首先，采用碳排放系数法计算制造业各行业碳

排放，具体公式如下：

Ci =∑
k = 1

30

Ck =∑
m = 1

v

Ekm × Fkm + Ekd × Fkd + Ekr × Fkr （1）

式中：Ci指第 i省制造业碳排放总量（万 t）；i表示省

份，i=1,2,…,30；Ck指第k行业碳排放总量（万 t），k=1,

2,…,30；Ekm是第 k 行业第 m 种化石能源消费量（万

t）；Fkm是第 k 行业第 m 种化石能源 CO2排放系数；

Ekd、Ekr是第 k行业电力、热力的消费量（万 t）；Fkd、Fkr

是第 k行业电力、热力CO2排放系数。其中，碳排放

系数参考 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各个省域历年的区域电网平均

碳排放因子存在差异，因此 Fkd 存在年度及省域

差异。

其次，识别高碳制造业。将2006—2015年间中

国 30个制造业部门的碳排放按从大到小的顺序排

列，计算累计碳排放量。发现位于前5位的黑色金属

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石油冶炼加工业、化学

原料制品业以及有色金属冶炼加工业的累计碳排

放占所有制造业碳排放的比重超过 84.6%。另外，

在30个省域单元（因港澳台、西藏数据不可得，故不

被纳入）中，这五大行业均位于所有制造行业碳排

放的前8位，因而将其界定为中国的高碳制造业。

2.1.2 全局与局部空间自相关

地理学第一定律揭示空间上相近的事物联系

更加紧密 [18]。全局空间自相关是对属性值在整个

区域空间特征的描述，借助GeoDa空间自相关工具

对高碳制造业碳排放的空间集聚特征进行分析，

并以Moran’s I指数表示全局空间自相关程度，模型

如下[16]：

I =
n∑

i = 1

n ∑
j = 1

n

wij( )xi - x̄ ( )xj - x̄

∑
i = 1

n ∑
j = 1

n

wij∑
i = 1

n

(xi - x̄)2

（2）

式中：n为处于研究的省份数；wij为空间权重；xi、xj分

别为 i省和 j省高碳制造业碳排放；x̄ 为研究中30个

省（市、区）高碳制造业碳排放均值；i、j表示省份，i、

j=1,2,…,30。在建立空间权重时，本文选择基于

Queen的空间邻接方式。

全局空间自相关在探究空间异质性方面存在

不足，而局部空间自相关正好能弥补这一不足，寻

找局部空间地区异常值，用局部Moran’s I指数来分

析局部空间自相关，模型如下[19]：

Ii = [(xi - x̄)/s2] ×∑
i ≠ j, j = 1

n

wij(xj - x̄) （3）

s2 =[∑
i = 1

n

( )xi - x̄
2
]/n （4）

式中：当 Ii＞0时，为高碳制造业碳排放H-H（高高）、

L-L（低低）空间集聚；当 Ii＜0时，为高碳制造业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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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H-L（高低）、L-H（低高）空间集聚。

2.1.3 碳排放驱动因素的空间面板计量模型

在探究高碳制造业碳排放时空演变驱动因素

中，采用的是既有长时间序列，也有空间差异的面

板数据。现有研究表明，省域间碳排放存在较强的

空间相关性[20-22]，因此，在识别导致碳增排的关键因

素中，若忽视影响因素对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

则可能会导致识别结果产生偏误[17]。空间面板计量

模型能够嵌套空间交互效应，将研究对象的空间关

联性纳入分析框架中[23]，并阐明外溢性、邻近效应等

导致某变量对周围其他变量产生影响等优点[24]，能

够更好地解释变量之间的空间关系。因此，本文在

普通面板数据模型的基础上，运用具有时空效应的

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来分析高碳制造业碳排放时空

演变驱动因素。

由于高碳制造业碳排放在时间上呈现出一定

的路径依赖特征，即当期的碳排放变化势必会受上

一年碳排放的影响[22]。因此，将碳排放变量的滞后

一期纳入静态空间面板模型，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

型，如下：

Cit = β0 + β1Ci, t - 1 + ρ1∑
i, j = 1

n

WijCjt + β2 Xit +

ρ2∑
i, j = 1

n

Wij Xjt + uit + εit

（5）

式中：t表示年份；Ci表示碳排放；Ci,t-1表示滞后一期

的碳排放，用来考察碳排放变化的时间滞后效应；Xit

表示影响高碳制造业碳排放的一系列因素（表 1）；

Wij为省域间地理邻近关系的空间权重矩阵，采用常

用的二值空间权重矩阵（Wij=1，即两地区地理邻接，

非地理邻接时Wij=0）；ρ1-ρ2为碳排放以及碳排放影

响因素的空间滞后系数；β0-β2为待估系数；μi表示地

区固定效应；εit 表示随机扰动项。

2.2 驱动因素指标选取

在高碳制造业碳排放时空演变驱动因素选取

中，本文以Grossman等[25-26]提出的规模、结构与技术

效应是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产生影响的三大因素

为切入点，并结合一系列影响高碳制造业碳排放的

因素展开分析（表1）。参照已有文献[6,10,17,27-29]并结合

数据的可得性、自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变量选

取如下：

（1）规模效应（P）。已有研究表明生产规模的

扩张会引起单位空间内碳排放总量的增加而加剧

环境污染[22]。因GDP指标未通过共线性检验，本文

采用高碳制造业就业人数进行测度。

（2）结构效应（IS）。高碳制造业是影响制造业

碳排放的关键行业，其在制造业中的占比越大，越

不利于碳减排[35]，文章采用高碳制造业企业数占整

个制造业企业数比重进行测度。

（3）技术效应（T）。技术费用支出具有明显的

偏向性，其中技术进步的“绿色指向”是降低碳排放

的首要因素 [13]。采用高碳制造业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内部支出进行测度。

（4）资源禀赋（RE）。资源禀赋是影响企业生产

布局的重要因素之一，采掘业的发展水平对高碳制

造产业的生产布局有着关键性作用，本文采用采掘

业总产值进行测度。

（5）对外出口（TO）。高碳制造业的产销分离通

常使生产地沦为“污染避难所”，其产品出口能力越

高，碳减排难度越大[12]。为验证高碳制造业产品出

表1 各指标定性描述

Table 1 Qualitative description of variables

符号

C

P

IS

T

RE

TO

FAI

FDI

含义

碳排放量

规模效应

结构效应

技术效应

资源禀赋

对外出口

固定资产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

指标说明

高碳制造业碳排放

高碳制造业就业人数

高碳制造业企业数占制造业比重

高碳制造业（R&D）经费内部支出额

采掘业总产值

高碳制造业出口交货值

高碳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高碳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数

单位

百万 t

万人

%

亿元

亿元

亿元

亿元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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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量增加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采用高碳制造业出

口交货值进行测度。

（6）固定资产投资（FAI）。现有研究指出以投资

拉动的中国制造业经济，因能源需求的不断提高而

导致碳排放的增加[6]，本文采用固定资产投资额进

行测度。

（7）外商投资（FDI）。一方面，高碳制造业外商

投资增多可能导致产量增加，能源消耗、碳排放势

必也会增加。但另一方面，投资增加可能会带来碳

基技术革新，有利于碳减排[31]，文章以外商在华投资

企业数进行测度。

上述涉及高碳制造业碳排放驱动因素的指标

数据来源于2006—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

业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各省（市、区）统

计年鉴以及统计公报。其中，R＆D经费内部支出

额、出口交货值、固定投资额以及采掘业总产值均

转为2005年不变价格。

3 结果与分析
3.1 高碳制造业碳排放时空演变特征

首先，2006—2015 年，中国高碳制造业碳排放

省域差异显著（图1a、1b），除北京、上海碳排放呈下

降趋势外，其余各省（市、区）均呈现不同程度地增

长。其中，河北、江苏、辽宁与河南均在高碳排放的

基础上呈现较高的碳增长。另外，高碳制造业碳排

放东西差异显著，碳排放“热点”区空间锁定未被打

破，一直集聚于位处渤海湾、华北平原等的省域，且

集聚趋势不断增强，而西部地区除四川2015年碳排

放较高外，整体较低。其中，10年间四川高碳制造

业碳增量较高与其承接东部地区高碳制造业产业转

移密切相关[29,30]。

其次，高碳制造业各行业间碳排放也存在显著

差异。①黑色金属加工业碳排放占据绝对高值（图

1c-1d），其碳排放占整个高碳制造业比重超过

40.9%。此外，其碳排放高值区在空间分布格局上

注：HC1：黑色金属加工业；HC2：非金属矿物制品业；HC3：石油冶炼加工业；HC4：化学原料制品业；HC5：有色金属冶炼加工业；

图1 高碳制造业碳排放空间分布图

Figure 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arbon emissions in high-carb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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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整体高碳制造业碳排放高值区趋于一致。其中，

河北碳排放最高且极为突出。②10年间，非金属矿

物制品业碳排放处于相对较高位置，其碳占比超过

28.4%。在空间分布格局上则呈现以人口分布线

（胡焕庸线）为界形成东西显著差异，东部省域如江

苏、湖南、山东与河南碳排放与碳增量均较高，而西

部碳排放除内蒙古较高外整体较低。③石油冶炼

加工业碳排放整体处于中等水平，其碳排放占整个

高碳制造业比重超过 11.0%，且高值区主要分布于

黄河中下游省域（晋豫鲁）和黑龙江省。由于资源

禀赋程度高（长庆、胜利、大庆油田），导致石油冶炼

加工业发展优势突出，然而在经济规模扩大的同时

高排放的能源消费结构并未得到改善，使得碳排放

较高。④化学原料制品业碳排放占整个高碳制造

业比重超过 9.0%。其中，2006年，湖北为化学原料

制品业碳排放高值区，达到 0.17×108 t，至 2015 年，

碳排放较高省域增加了江苏、安徽与新疆，尤其新

疆碳增量超过了 0.14×108 t。由于中国“一带一路”

合作倡议的建设，使得新疆化学原料制品业发展的

基础设施条件日趋完善。加之，亚欧国际市场不断

扩宽，使得新疆化学原料制品生产规模扩大和能耗

增加，最终导致碳排放的增加。⑤10年间，有色金

属冶炼加工业碳排放占整个高碳制造业比重超过

了 6.1%，整体碳增量超过了 0.37×108 t，但在空间分

布格局上除山东、河南、广西碳排放一直较高外，其

余省域均较低。

3.2 高碳制造业碳排放空间集聚格局

基于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借助Geoda和ArcGis

对中国2006、2015年省域高碳制造业碳排放空间集

聚格局进行分析，结果如图2。

2006、2015年高碳制造业碳排放全局Moran’s I

值均超过 0.162，且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省域

高碳制造业碳排放总体存在空间自相关现象，碳排

放相似的省域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的高值、低值

集聚现象。其中，“H-H”（高-高）区省域由 2006年

的 7 个（图 2a）增至 2015 年的 9 个（图 2b），而“L-L”

（低-低）区省域由 7个增至 10个，这也表明高碳制

造业碳排放正走向邻近作用不断增强，省域间碳排

放空间溢出效应不断加深。

为进一步明晰中国省域高碳制造业碳排放局

部空间关联特征，借助 ArcGis 空间统计工具分析

2006、2015 年高碳制造业碳排放局部空间集聚特

征。高碳制造业碳排放“H-H”（高-高）集聚效应显

著，且集聚区呈现由华北平原向渤海湾逐渐演变的

趋势（图3）。集聚省域由山西、河北、河南以及山东

演变为辽宁、河北、河南与山东。10间，辽宁省高碳

制造业碳增量超过 0.84×108 t，较之山西，辽宁高碳

制造业碳排放“热区”地位愈加凸显。高碳制造业

碳排放“L-L”（低-低）区 2006年集聚于西北部的新

疆、甘肃 2省，集聚趋势则不断降低，这表明高碳制

造业碳排放较低的省域对邻省的碳减排并未造成

太大影响。高碳制造业碳排放“L-H”（低-高）区一

直呈现以北京为低值中心的外围高值省域环绕，10

年间，北京一直为高碳制造业碳排放“凹陷区”，而

其周边省域均是在较高碳排放的基础上呈现较高

碳增量。高碳制造业碳排放“H-L”（高-低）区省域

图2 高碳制造业碳排放Moran散点图

Figure 2 Moran scatter plot of carbon emissions in high-carb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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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现象不显著，仅有西部的四川碳排放较之邻接

省域，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

3.3 高碳制造业碳排放时空演变驱动因素分析

上述研究表明，高碳制造业碳排放存在显著的

空间相关性，故在分析其时空演变驱动因素时，利

用动态空间面板计量模型较为合理。具体而言，据

传统混合面板模型判断出具有个体和时间双项固

定效应的结果最好。因此，采用能嵌套时间和空间

交互效应的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为体现模型

选择合理性，本文采用非空间传统最小二乘法

（OLS）、非空间双向固定面板模型（FE）、非空间动

态 面 板 模 型（Sys- Gmm）、静 态 空 间 面 板 模 型

（GS2SLS）以及动态空间杜宾模型（Han- Phillips

GMM）进行统计检验，结果如表2。

由于模型 1（OLS）、模型 2（FE）和模型 3（Sys-

Gmm）没有考虑空间交互影响，多个影响因素的估

计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考虑了空间效应的模

型4（GS2SLS）虽然系数估计结果较好，却忽略了碳

排放的路径依赖特征，模型5（Han-Phillips GMM）中

碳排放时间滞后项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

综上，考虑了空间效应和碳排放时间滞后效应的模

型5（Han-Phillips GMM）最佳。因此，下文主要分析

基于 Han-Phillips GMM 得到的动态空间面板杜宾

模型来识别影响高碳制造业碳排放时空演变的关

键因素（表3）。具体而言：

（1）高碳制造业碳排放具有明显的时间滞后与

空间溢出效应。时间滞后（lnCt- 1）的弹性系数为

0.125，且通过 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高碳制

图3 高碳制造业碳排放局部空间集聚Lisa图

Figure 3 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 (Lisa) diagram of local spatial concentration of carbon emissions in

high-carb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表2 高碳制造业碳排放时空演变驱动因素模型对比

Table 2 Comparison of driving factor models of spatiotemporal change of carbon emissions in high-carb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变量

lnP

lnIS

lnT

lnRE

lnTO

lnFAI

lnFDI

_cons

LnCt-1

F(Wald)

R2

OLS

0.475***

-0.024

0.020

0.098***

0.146***

0.207***

-0.113***

0.257

288.178***

0.8735

FE

0.556***

-0.112

-0.058**

0.707***

0.049*

0.130***

0.093**

-0.937

26.150***

0.6383

Sys-Gmm

0.286*

-0.266*

-0.045

0.008

-0.028

0.135***

0.048

0.768

0.584***

301.200***

GS2SLS

0.480***

0.035*

-0.014

0.117***

0.146***

0.213***

0.078***

-0.141

135.347***

0.6829

Han-Phillips GMM

0.567***

-0.130*

-0.013

0.260**

0.108***

0.125***

0.058*

2.617**

0.125*

272.623***

0.9987

注：***、**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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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碳排放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即上一年碳排放

较高，会导致下一年碳排放增加，出现“马太效应”

中强者愈强效应。高碳制造业碳排放空间溢出效

应（W×lnC）弹性系数为0.134，表明本省碳排量增加

1%，会导致邻省碳排放增加0.134%，这有力地解释

了“中国高碳制造业碳排放“H-H”区空间集聚”的研

究发现。高碳制造业碳排放空间溢出正效应也表

明在制定碳减排措施时应突破省域界限，以区域或

更宽的范围为单位共同制定可行性碳减排政策。

（2）经济规模扩大是导致省域高碳制造业碳排

放增加的首要因素。以就业人数（P）为代表的经济

规模在时间序列上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即高

碳制造业经济规模每增长 1%，会导致省域碳排放

增加 0.567%。经济规模扩大导致碳排放的空间滞

项系数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具有积极作用。中

国目前仍处于快速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仍需保质

保量，以牺牲经济效益来实现快速碳减排是盲目且

不持续的，未来高碳制造业要坚持绿色可持续发

展，达到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双赢”局面。

（3）产业结构调整是造成高碳制造业碳排放减

少的关键因素。产业结构（IS）无论在时间序列弹性

系数上还是在空间滞项系数上，均呈现负效应。这

也表明当前高碳制造业产业结构有利于碳减排，但

整体上负向效应较弱，其中产业结构对省域碳减排

效应为-0.13%，对邻省碳减排贡献率为-0.114%。高

碳制造业行业结构亟待进一步完善，才能最大程度

的降低碳排放，实现可持续发展。

（4）技术水平提高可以有效促进邻省高碳制造

业碳减排。技术效应（T）在时间序列的弹性系数和

空间滞项系数上均为负效应，但前者未通过显著性

检验，而后者通过 10%显著性检水平检验，说明省

域经费内部支出额每提高 1%，会使邻省碳排放减

少 0.03%。技术支出具有明显偏向性 [19]，将其用于

革新生产技术，则会降低碳排放，若用于经济规模

扩张，则会导致碳排放增加。此外，技术创新对行

业碳减排具有时间滞后性，从新技术的应用到碳减

排初见成效要经过一定时期[22]。在本文中，技术效

应对省域高碳制造业碳减排的负向作用不太显著，

但却存在技术溢出，有利于邻省碳减排。

（5）资源禀赋水平提高是导致高碳制造业碳排

放增加的重要因素。资源禀赋（RE）在时间序列和

空间滞项系数上均为显著正效应。其中，资源禀赋

能力每提高 1%，导致省域碳排放增加 0.26%，也使

邻省碳排放增加 0.189%。高碳制造业均是资源依

赖型中游产业，采掘业提供给高碳制造业生产、加

工所需的资源越充沛，行业在生产中投入成本就越

少，进而导致生产规模的扩大，最终导致能耗和碳

排放的增加。相应地，本省资源禀赋能力越强，向

邻省输入的资源就越多，由于距离优势，使邻省在

生产过程中投入的运输成本更少，生产规模会相应

扩大，最终也导致碳排放增加。

（6）对外出口能力的提高对本省和邻省高碳制

造业碳排放的作用方向相反。对外开放度（TO）每

提高1%，会导致省域碳排放提高0.108%。相反，会

表3 Han-Phillips GMM估计与检验结果

Table 3 Han-Phillips GMM estimation and test results

因素

lnCt-1

lnP

lnIS

lnT

lnRE

lnTO

lnFAI

lnFDI

R2=0.9987

Root MSE(Sigma)=1.6251

Wald Test =272.6231*** p=0.0000

F-Test=18.1749*** p=0.0000

Log Likelihood Function=122.0125

弹性系数

0.125*

0.567***

-0.130*

-0.013

0.260**

0.108***

0.125***

0.058*

p值

0.100

0.000

0.097

0.770

0.031

0.005

0.002

0.105.

空间滞项

W×lnC

W×lnP

W×lnIS

W×lnT

W×lnRE

W×lnTO

W×lnFAI

W×lnFDI

弹性系数

0.134*

-0.449

-0.114***

-0.030*

0.189*

-0.029***

0.035*

-0.441*

p值

0.078

0.458

0.047

0.120

0.316

0.010

0.114

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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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邻省碳排放减少 0.029%。高碳制造业产品海

外市场需求量在较短时间内通常是平稳的，各省域

在海外市场占有中是相对竞争关系，若省域高碳制

造业出口交货值提高，则邻省海外市场占有量会相

对下降，相应地会减少产品产量与能耗，最终使得

碳排放降低。

（7）固定投资的增加对高碳制造业碳排放的积

极效应较显著。固定资产投资（FAI）每增加 1%，会

导致省域碳排放增加0.125%，但其空间滞项弹性系

数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高碳制造业均是中游

产业，其为下游产业生产发展提供动力支持，是产

业链中的关键环节。当行业处于规模报酬递增时，

固定资产投入量的增加，必定导致行业生产量增

加，相应碳排放也会增加，同时本研究也反映固定

资产投资在生产技术革新、实现碳减排上所做的贡

献较低。

（8）外商投资企业数的增加对省域高碳制造业

碳排放具有正向作用，对邻省碳排放却呈现负效

应。外商投资（FDI）企业数每增加1%，会导致省域

碳排放增加 0.058%，同时会使得邻省碳排放减少

0.441%。这与张可等[31]的研究相反，其认为外商投

资会引入更高的环境规制与节能减排技术。但本

文却体现了外商投资对高碳制造业碳排放的积极

影响，外商投资所带来的节能减排效应尚未体现。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基于中国省域制造业能源消费数据，利用 IPCC

碳排放系数法、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动态空间面板

模型，分析2006—2015年中国30个省（市、区）高碳

制造业碳排放时空演变及其驱动因素，主要结论

如下：

（1）10年间，除北京、上海外，其余省域高碳制

造业碳排放均呈现正增长。碳排放省域差异明显，

且“高值”区空间集聚趋势愈加显著。此外，高碳制

造业各行业间碳排放也存在显著差异，黑色金属加

工业碳排放与碳增量均居于绝对高位，非金属矿物

制品业、石油冶炼加工业、化学原料制品业以及有

色金属冶炼加工业碳排放依次降低。在空间分布

格局演变中，黑色金属加工业碳排放高值区空间分

布格局与总体高碳制造业相似，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碳排放东部显著高于西部，石油冶炼加工业碳排放

高值区趋向于黑龙江与晋豫鲁一带，而化学原料制

品业与有色金属冶炼加工业碳排放空间演变特征

不显著。

（2）高碳制造业碳排放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

碳排放“滚雪球”效应显著。另外，高碳制造业碳排

放空间溢出效应明显，省域碳排放增加会提高邻省

碳排放。经济规模扩大、资源禀赋水平提高、固定

资产投资增强、对外出口提高、外商投资企业数增

加均导致省域高碳制造业碳排放的增加，而产业结

构调整对碳排放的负向作用强于技术效应。此外，

省域资源禀赋水平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增强会导致

邻省碳增长。而省域经济规模扩大、外商投资企业

数增加、产业结构调整、技术水平提高、对外出口增

加均会引起邻省高碳制造业碳减排。

4.2 建议

实现高碳制造业碳减排任重而道远。首先，高

碳制造业在未来碳减排中，应进一步提高对碳排放

“热点”省域的关注度，实现其高碳排放空间解锁。

其次，应考虑碳排放区域及行业异质性特征，加强

对东部及黑色金属加工业碳排放的关注度。此外，

在制定碳减排措施时，切忌“一刀切”。再次，中国

目前仍处于快速工业化阶段，实现碳减排不能以牺

牲经济效益为代价，应进一步合理调整高碳制造业

产业结构。另外，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对当前高碳

制造业碳减排的作用有限。因此，打破技术创新瓶

颈、在生产端发展节能减排技术仍是目前政府和企

业实现碳减排的关键突破点。最后，高碳制造业碳

排放的强空间溢出效应要求各省突破省域界限，形

成联动协调机制，发挥各省碳减排优势，取长补短，

共同完成碳减排目标，从而实现整个工业低碳化绿

色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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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 changes of carbon emissions in high-carb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hina and driving factors

WANG Xia1, 2, ZHANG Lijun1, 2, QIN Yaochen1, 2, ZHANG Jingfei1, 2

(1. College of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4,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Geospatial

Technology for the Middle and Lower Yellow River Regions, Ministry of Educ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4, China)

Abstract: Studying the carbon emissions of high- carb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helpful for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dustries. Using the energy consumption data

of China’s provinci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carbon emission coefficient method,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dynamic spatial panel

model, the study examined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nges of carbon emissions in high-carb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f 30 provinces (except Hong Kong, Macao, Taiwan, and Tibet) from 2006

to 2015. The results show that: Except Beijing and Shanghai Municipalities, carbon emissions in

the rest of the provinces showed a growth trend. The“hot spots”of carbon emissions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Bohai Bay and Henan Province; Carbon emissions have clear path dependence

and spillover effects in high- carb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effect of economic growth is a

main factor for the increase of provincial carbon emissions,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The improvement of resource endowment level and

the increase of fixed asset investment will lead to the increase of carbon emissions in neighboring

provinces, but the improvement of technological level,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greater openness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the increase of foreign investment are beneficial to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s in neighboring provinces. In view of the above, the provinces should break provincial

boundaries, form linkages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break the bottleneck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rough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break the existing cognitive lock- in, and unlock

unreasonable industrial policies. While achieving the goal of carbon emissions reduction,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whole industry will be realized.

Key words: high- carb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n- Phillips GMM; path dependence; spatial

spillover;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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